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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早中期黄河决溢与治黄保漕的
时空变迁述论*

田 冰

摘 要：清代黄河水患灾害范围之大，几乎遍及河南东部、山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江苏长江以北地区。同

样，清代每年所需漕粮与明代一样，仰给于江南，京杭大运河的漕粮运输仍是清王朝的经济命脉，自江苏邳州

至淮安有近百公里的运道要借助黄河，黄河仍然是漕运能否畅通的重要保证。由于明末清初连续40多年的战

乱，黄河堤防失修，河患严重影响到清王朝京杭大运河的正常漕运。乾隆后期，黄河水患日益严重，不得不“借

黄济运”，至嘉庆道光年间治河无术，黄河下游河道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咸丰五年黄河在兰阳铜瓦厢改道东

流后，京杭大运河的漕粮运输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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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黄河水患一如明代，灾害范围之大几

乎遍及河南东部、山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江苏长

江以北地区。同样，清代每年所需漕粮仍然与

明代一样，仰给于江南，京杭大运河的漕粮运输

仍是清王朝的经济命脉，自江苏邳州至淮安有

近百公里的运道要借助黄河，黄河仍然是漕运

能否畅通的重要保证。由于明末清初连续 40多

年的战乱，黄河堤防失修，河患严重影响到清王

朝京杭大运河的正常漕运。乾隆后期，黄河水

患日益严重，不得不“借黄济运”，至嘉庆道光年

间治河无术，黄河下游河道到了不可收拾的局

面，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兰阳铜瓦厢改道

东流后，京杭大运河的漕粮运输终于退出历史

舞台。目前，学界尚无专文探讨清早中期黄河

水患与治黄保漕的时空变迁以及两者之间的相

互影响，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一、顺康年间黄河水患与治黄保漕

的时空分布

顺康年间，黄河决溢在河南、山东、江苏境

内都有发生，既影响了张秋运河，也影响到济宁

以南运河。顺治时，黄河决溢以河南最为严重，

治理举措以堵塞决口为主，保证漕运畅通；康熙

时，黄河决溢以江苏最为严重，朝廷在全面治理

黄河的基础上，开挖新运河，从根本上改善漕运

状况。

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北徙前，基本上维持明

末的河道，没有大的变化，即“由开封经兰、仪、

商、虞，讫曹、单、砀山、丰、沛、萧、徐州、灵壁、睢

宁、邳、宿迁、桃源，东经清河与淮合，历云梯关

入海”①。由于明末清初连续 40多年的战乱，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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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堤防失修，在顺治执政的 18年间，有 9年曾发

生决口，且集中在河南境内，甚至有 1年 2处决

口的。其中影响到漕运的大的决溢有：顺治元

年（1644年），“伏秋汛发，北岸小宋口、曹家寨堤

溃，河水漫曹、单、金乡、鱼台四县，自兰阳入运

河，田产尽没”②；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河决

流通集，一趋曹、单及南阳入运，一趋塔儿湾、魏

家湾，侵淤运道，下流徐、邳、淮、扬亦多冲决”①

（按：原文误为“淮阳”，根据《清史稿·杨方兴传》

校改）；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河决荆隆朱源

寨，直往沙湾，溃运堤，挟汶由大清河入海”①；顺

治九年（1652年），“河决封丘大王庙，冲圮县城，

水由长垣趋东昌（今山东聊城），坏平安堤，北入

海，大为漕渠梗”。屡堵屡决，溃水从长垣趋东

昌，阻滞运道。到康熙年间，黄河决溢呈加剧之

势，尤其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前，黄河下游几

乎无岁不决口，大都在山东曹县以下河段，且集

中在江苏境内，甚至有 1年多达 3处决口的，对

漕运造成严重威胁。其中对漕运影响最大的一

次当属康熙十五年（1676年）夏，黄、淮并涨，“河

倒灌洪泽湖，高堰不能支，决口三十四。漕堤崩

溃，高邮之清水潭，陆漫沟之大泽湾，共决三百

余丈”③，淹了淮、扬七个州县，致使淮水涓滴不

出清口，“蓄清刷黄”失去了作用，黄河河道更加

淤垫，运河也淤积严重。据当时勘察河情的人

说：“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约长三百里，向日河面

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则石工与地平矣。向日

河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则深者不过八九尺，浅者

仅二三尺矣。河淤运亦淤，今淮安城堞卑于河

底矣。运淤，清江与烂泥浅尽淤，今洪泽湖底，

渐成平陆矣。”④由此可见，河道、运道淤积是多

么严重，漕运不通已成为清王朝的心腹之患。

当时虽正在平定三藩，军用浩繁，但康熙帝毅然

下了治理黄河的决心，于十六年（1677年）调安

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并把“三藩、河务、漕

运”列为三大事，书于宫中柱上，用以时时提醒

自己，下决心治理黄河，改善漕运。

其实，清建国伊始，统治者就把治理黄河提

上议事日程，首先堵塞明末河决开封的口门，使

黄河回归故道。面对屡堵屡决的黄河，当时不

少朝臣连上奏章，请勘九河故道，想让黄河改道

北流走所谓禹王故道，即流经今河北平原，在今

天津市南部入海。而时任河道总督的杨方兴陈

述黄河不能改道北流的原因，他说：“元明以讫

我朝，东南漕运，由清口至董口（在宿迁境）二百

余里，必借黄为转输，是治河即所以治漕，可以

南不可以北。若顺水北行，无论漕运不通，转恐

决出之水东西奔荡，不可收拾。今乃欲寻禹旧

迹，重加疏导，势必别筑长堤，较之增卑培薄，难

以晓然。且河流挟沙，束之一，则水急沙流，播

之九，则水缓沙集，数年之后，河仍他徙，何以济

运？”⑤顺治帝非常认同杨方兴的治河保漕策略，

并运用到治河实践中。顺治年间治理黄河的重

心区域在河南境内，主要举措是塞决口、筑长

堤，“于上游筑长缕堤遏其势，复筑小长堤塞决

口，期半年蒇事”⑥。此处所谓的上游也就是在

河南境内的黄河两岸。取代杨方兴任河道总督

的朱之锡，继续践行杨方兴的治河之术，连续堵

塞了河南的阳武、祥符、陈留和江苏山阳等处决

口，在治理黄河上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对黄河

水患和漕运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康熙十五年前

黄河下游几乎无岁不决即是明证。

靳辅上任后，首先与其幕僚陈潢一道“遍阅

黄、淮形势及冲决要害”⑦，认识到“盖运道之阻

塞，率由河道之变迁，而河道之变迁，总由向来

之议河者多尽力于漕艘行经之地，若于其他决

口，则以为无关运道而缓视之，殊不知黄河之治

否，攸系数省之安危，即或无关运道，亦断无听

其冲决而不为修治之理”，提出了“治河当申全

局，必合河道、运道为一体，而后治可无弊”④的

治河保漕主张。全面治理黄河，靳辅提出的所

谓“治河之道，必当申其全局”，就是针对黄河流

经的不同地域存在的具体问题，采取不同的措

施，综合治理。他针对黄河自清江浦到入海口

300多里的河道内，淤积甚为严重，采取“疏浚筑

堤”的办法，“大挑清口、烂泥浅引河四，及清口

至云梯关河道，创筑关外束水堤万八千余丈”，

既疏通了下流河道，又能利用淮河以清刷黄；当

时黄河两岸 20多处决口，洪泽湖高家堰 30多处

决口，他针对决口位置和大小，采取先易后难的

原则，先将小口门一一堵合，最后堵在了清河杨

庄大口门，使黄河归入正流；针对江苏砀山以下

至睢宁间的河段狭窄，不利洪水下泄，沿用潘季

驯修减坝的办法，因地制宜有计划地增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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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水闸坝，各闸坝分出的水经过沿程落淤澄清

后均入洪泽湖，再由清口入黄河，助淮以清刷

黄；针对江苏徐州、邳州以下重要城镇多滨临大

河，险工颇多，不得不严加防守，采取“埽、逼水

坝、引河”多举措并用；他针对河南境内黄河在

整个下游所处的位置，认为“河南地在上游，河

南有失，则江南河道淤淀不旋”，在康熙十六年

修筑兰阳、仪封、商丘月堤及虞城周家堤的基础

上，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又修筑“考城、仪

封堤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封丘荆隆口大月堤三

百三十丈”⑧。在靳辅治黄的多种举措中，以筑

堤防为要务，他认为“堤成则水合，水合则流迅，

流迅则势猛，水猛则新沙不停，旧沙尽刷，而河

底愈深……治河者，必以堤防为先务”⑨的作

用。在他主持治河的 11年中，非常注意“坚筑堤

防”，在黄河、淮河、运河两岸大力整修了千里长

堤，增强了防御洪水的力量。

继大规模治理黄河后，清代通过开挖新运

河从根本上改善漕运状况。康熙二十五年

（1686年），在明朝万历年间开泇河的基础上，自

骆马湖西侧凿渠，经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出

口，名曰中河。粮船北上，出清口后，行黄河数

里，即入中河，直达张庄运口，以避黄河百八十

里之险。中河开通后，江苏境内的运道基本上

脱离黄河，大大便利了漕船往来。康熙在二十

八年（1689年）春，南巡河工至宿迁支河口，向随

从的诸臣说开中河的好处，“此河开后，商民无

不称便”，同时也指出中河存在的弊端，“河道关

系漕运民生，地形水势，随时权变。今观此河狭

隘，逼近黄岸，万一黄堤溃决，失于防御，中河、黄

河将溷为一”⑩。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中河位于黄

河之东，靠着黄河，两河并行南流，不易展宽，里

运河及骆马湖之水俱入中河，逢水大时存在河

决隐患。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大雨引发的中

河决口即是明证。此后的 30多年间，治黄保漕

的重心是如何保障中河安流，使漕运畅通。针

对中河隐患主要来自骆马湖水涨之时，采取措

施控制骆马湖水涨，解除对中河的威胁。后来，

河督于成龙以中河南逼黄河，难以筑堤，“乃自

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弃中河下段，改凿六十

里，名曰新中河”。张鹏翮任河督时，“见新中河

浅狭，且盛家道口河头弯曲，挽运不顺，因于三

义坝筑拦河堤，借用旧中河上段、新中河下段合

为一，重加修浚，运道称便”。康熙四十二年

（1703年），因“仲庄牐清水出口，逼溜南趋，致碍

运道，诏移中河运口于杨家庄，即大清河故道，

由是漕盐两利”􀃊􀁉􀁓。清水畅流敌黄，海口大通，河

底日深，不再担心黄河倒灌运河入洪泽湖。经

过此番整治，除黄、淮、运交口处外，运河和黄河

脱离关系，不再借黄济运，进一步便利了漕船往

来。

尽管开挖中运河以后，黄河、运河只剩下交

汇处的清口上下河段，然而用“牵一发动全身”

来形容黄河对运河的影响也不为过。作为黄、

淮、运汇合处的清口，是漕船出入运河的咽喉，

“夫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由是

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

工之勤，糜帑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

甚于此者”􀃊􀁉􀁔。朝廷也认识到治黄在清口的重要

性。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南巡，行视

清口、高家堰后，告诸臣说：“洪泽湖水低，黄河

水高，以致河水逆流入湖，湖水无以出，泛溢于

兴化、盐城等七州县。”􀃊􀁉􀁕指出治河应以深浚河身

为要，三十九年（1700年）张鹏翮总理河道，康熙

帝又告诫他说清口一带“黄河何以使之深，清水

何以使之出”􀃊􀁉􀁖是治河的关键。由于黄河河床淤

高，运河口受到拦隔，妨碍漕船的通行，同时水

位抬高后，淮水不能出，起不到以清刷黄的目

的，漕运也要蒙受影响。张鹏翮认为董安国所

修的拦河坝，“拂水之性，以致黄水倒灌，清口淤

塞，下流不通，上流溃决”􀃊􀁉􀁗。于是拆除拦河坝，

堵塞了马港口及时家码头决口，大河仍是从云

梯关以下入海，因而海门大通。康熙帝赐名大

通口（按：《清史稿·河渠志》误作大清口，其他史

书均记作大通口）。同时加培高家堰，堵塘梗六

坝（按：六坝为武家礅、高良涧、周桥、古沟及东、

西唐梗，共六座减水坝，均在高家堰大堤上），

“使淮无所漏，悉归清口”，又开洪泽湖出口处之

张福、裴家庄、张庄、烂泥浅、三岔及天然、天赐

等七条引河，“导淮以刷清口”，“于清口筑坝台

一座，逼水三分入运、七分敌黄”􀃊􀁉􀁘。复于清口上

游南岸整修挑水坝一座，在北岸陶庄开挖引河，

导使大河北行，以免倒灌清口。从此 10余年不

能东流的淮河，奔涌而出清口，会黄河入海，漕

清代早中期黄河决溢与治黄保漕的时空变迁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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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无阻。

二、雍正至咸丰五年前黄河水患与

治黄保漕的时空分布

由于康熙年间治黄保漕取得显著成效，自

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后黄河安澜 10 余年。

到康熙末年雍正初年，黄河连年决溢，且决溢地

点多向上游转移，即河南境内，尤其是康熙六十

年（1721年）、六十一年（1722年）黄河在河南武

陟境内决口，大溜北趋，经滑县、长垣、东明，夺

张秋运河，由大清河入海；雍正元年（1723年）六

月、七月、九月黄河分别在河南中牟、武陟、郑州

境内决口，引起了雍正帝的高度重视，于雍正二

年（1724年）始设东河总督，驻武陟，管辖河南河

务；于雍正七年（1729年）改河道总督为江南河

道总督，驻清江，加大治河力度，使黄河水患在

雍正后期、乾隆前期相对减缓，对漕运影响也不

大。到乾隆后期，黄河决溢已日趋严重，黄河、淮

河、运河交汇处的清口上下河段淤积严重，不得不

“借黄济运”，也就是引黄河水入运河，以确保漕船

通行。嘉道年间治河无术，河道运道都到了无可

收拾的程度。道光初年，试行海运；咸丰三年

（1853年），海运以为常。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

在兰阳铜瓦厢改道东流，漕运时代至此结束。

雍乾嘉道年间的黄河水患主要发生在河

南、江苏两省境内。雍正、乾隆两朝 73 年的时

间，见于《清史稿·河渠志》的黄河决溢年份有 20
多个。上起河南，下至山东、江苏，沿河各省均

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决溢。其中河南决溢的年份

占三分之一左右，武陟、郑州、阳武、中牟、祥符、

兰阳、仪封、睢州、考城等地均曾决口成灾；江苏

决溢的年份为三分之二上下，决过的地方计有

砀山、丰县、沛县、铜山、睢宁、邳州、宿迁、桃源、

清河、阜宁等地，尤以铜山、睢宁两地决溢的次

数最多。嘉庆、道光两朝 55 年，见于《清史稿·
河渠志》的黄河决溢年份也有 20多个。从嘉庆

元年（1796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发生在

河南与江苏两省境内的决溢年份几乎差不多，

尤其嘉庆年间几乎无岁不决，加之自乾隆五十

年（1785年）后，“借黄济运”，致使运道淤积更加

严重。这一时段对漕运影响较大的黄河决溢

有：乾隆三年（1738年）秋，黄河水涨灌入运河，

持续到次年；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黄河水

入运，命大学士刘统勋等往开临黄坝，以泄盛

涨，并疏浚运河淤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八月，黄河决清江浦老坝口，一夜之间口门“塌

宽至一百二十五丈，跌塘深五丈，全黄如运，板

闸关署被冲，滨运之淮、扬、高、宝四城官民皆乘

屋”［1］322；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黄河倒灌洪

泽湖、运河。嘉庆元年六月，河决山东丰县，刷

开运河余家庄堤，“水由丰、沛北注山东金乡、鱼

台，漾入昭阳、微山各湖，穿入运河，漫溢两岸，

江苏山阳、清河多被淹”􀃊􀁉􀁚；嘉庆八年（1803年）九

月，河决“封丘衡家楼，大溜奔注，东北由范县达

张秋，穿运河东趋盐河，经利津入海。直隶长

垣、东平、开州被水成灾”􀃊􀁉􀁚；嘉庆十六年（1811
年）五月，黄河在北岸之棉拐山决口，下穿邳州、

宿州运河。因棉拐山下皆顽石，冲刷不动，复溢

南岸萧县之李家楼，溃成巨口。嘉庆二十四年

（1819 年）七月，黄河决武陟马家营，大股由原

武、阳武、延津、封丘等县下注张秋，穿运注大清

河入海，河道淤积更为严重􀃊􀁉􀁛。尤其是清口一带

上下河段，自乾隆后期淤积日益严重，难以漕

运，自乾隆五十年开始借黄济运，当时的大学士

阿桂履勘清口一带河工后言：“臣初到此间，询

商萨载、李奉翰及河上员弁，多主引黄灌湖之

说。本年湖水极小，不但黄绝清弱，至六月以

后，竟至清水涓滴无出，又值黄水盛涨，倒灌入

运，直达淮、扬。计惟有借已灌之黄水以送回

空，蓄积弱之清水以济重远。查本年二进粮艘

行入淮河，全借黄水浮送，方能过淮渡黄，则回

空时虽值黄水消落，而空船吃水无多，设法调

剂，似可衔尾遄行”，“借黄济运，自此始也”􀃊􀁊􀁒。

不但清口一带“借黄济运”，到嘉庆九年（1864
年），山东段运河浅塞，也“借黄济运”，引黄河水

入微山诸湖以预蓄，以利漕运。然而自此以后，

“黄高于清，漕艘转资黄水浮送，淤沙日积，利一

而害百矣”􀃊􀁊􀁓。到嘉庆十三年（1808年），淮、扬运

河 300余里浅阻，当时两淮盐政阿克当阿称：“近

年运河浅阻，固由叠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则由

黄水倒灌，倒灌之故，则由河底垫高，清水顶阻，

不能不借黄济运，以致积淤溃决，百病丛生。”􀃊􀁊􀁓

道光四年（1824年）十一月，大风决开高家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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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堡，引发黄水倒灌，冲坏石堤一千余丈，河督

张文浩被夺职。当时的侍讲学士潘锡恩认为

“蓄清敌黄，相传成法。大汛将至，则急堵御黄

坝，使黄水全力东趋，今文浩迟堵御黄坝，致黄

河倒灌，酿成如此巨患”􀃊􀁊􀁔，同时陈述借黄济运之

弊，“若更引黄如运，河道淤满，处处壅溢，恐有

决口之患”。总之，自乾隆后期尤其是嘉庆以

后，黄河屡决，致运河淤垫日甚，还有历年“借黄

济运”，漕运已无法维持，到道光六年（1826年），

两江总督琦善调查清口情况说：“自借黄济运以

来，运河底高一丈数尺，两滩积淤宽厚，中泓如

线……舟只在在胶浅，进退俱难。”􀃊􀁊􀁕次年开始试

行海运。咸丰元年（1851年），河决丰县，山东被

淹，漕船改由湖陂行。咸丰三年（1853年），漕粮

改由海道运至天津，“自是遂以海运为常”􀃊􀁊􀁖。

雍正至咸丰五年前黄河水患也没有得到遏

制，愈发恶化；漕运也没有保住，最终废弃，而是

以海运取代漕运，这跟治黄保漕的时空变化以

及治黄保漕的举措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康熙末

年雍正初年，大的黄河决溢主要发生在河南境

内，雍正帝加大了治理黄河的力度，时任河道总

督的齐苏勒也谨守靳辅成法，继续沿用“疏浚修

筑”之法，重点在黄河、运河两岸增修大堤，他会

同副总河嵇曾筠大修了河南黄河两岸大堤，使

“豫省大堤长虹绵亘，屹若金汤”􀃊􀁊􀁗；在江苏境内

兴修了“黄河自砀山至海口，运河自邳州至江

口，纵横绵亘三千余里，两岸堤防崇广若一，河

工益完整”􀃊􀁊􀁘。齐苏勒还针对具体河患，在守成

基础上开创治河新法。譬如，雍正三年（1725
年）六月，河决江苏睢宁朱家海，东注洪泽湖。

他在朱家海增筑夹坝月堤、防风埽，并于大溜顶

冲处削陡岸为斜坡，在斜坡上悬密叶大柳枝，以

抵御大溜之汕刷。经过夏季数次水涨水落后，

大溜回归中间河道，斜坡柳枝沾挂泥渣，都变成

了沙滩，化险为夷，不劳民伤财，这成为以后治

理河崖陡岸的措施􀃊􀁊􀁙。其实，削河崖陡岸为斜坡

并在其上置密叶大柳枝之举只能说缓解一时的

水患，从长远看只能抬高河床，加剧河患。在黄

河水患愈演愈烈的时代，清政府有顾住上而顾

不住下的尴尬。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黄河

大涨，自江苏砀山毛城铺闸口汹涌南下，冲塌多

处大堤，致使潘家道口平地水深三五尺。乾隆

帝就认为雍正年间治河重点在河南，而没有疏

通徐州以下河道，于是令江南、河南两省督抚暨

两总河共同商议对策，并移南河副总驻徐州专

职督率。由此可见，乾隆帝加大了对江苏境内

黄河的治理力度，从中也折射出徐州以南黄河

水患持续加剧对漕运形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时

任南河总督的高斌及后来的白钟山遵循靳辅、

齐苏勒、嵇曾筠等人的遗规，注意整修堤防埽

坝，及时堵塞决口，使乾隆前期黄河没有发生太

大灾害，运河在不断修筑过程中还能通航。乾

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黄河在清河老坝口

决溢，倒灌洪泽湖、运河。自此以后，黄河轮番

在江苏、河南境内决口，大流多次注入洪泽湖，

造成湖底不断淤高。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洪

泽湖水量极小，“不但黄绝清弱，至六月以后，竟

至清水涓滴无出，又值黄水盛涨，倒灌入运，直

达淮、扬”，督河官员干脆来个顺水推舟，“借黄

济运”；至嘉庆九年，因山东运河浅塞，也“借黄

济运”􀃊􀁊􀁒。从中也可以看出清政府到了治河无术

的窘境。嘉庆八年（1803年）因睢州、桃源接连

决口，河督黎世序甚至一度畏罪投河自尽，说明

当时河督已经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道光六年

（1826年），“蓄清敌黄”、筑堤“束水攻沙”等治黄

措施此时都已失效。道光七年（1827年）以后，

淮水基本不入黄。此时黄河大堤失去“束水攻

沙”的作用，整个大堤情况如河东总督张井之

言：“臣历次周履各工，见堤外河滩高出堤内平

地至三四丈之多。询之年老弁兵，佥云嘉庆十

年以前，内外高下不过丈许。闻自江南海口不

畅，节年盛涨，逐渐淤高。又经二十四年非常异

涨，水高于堤，溃决多出，遂至两岸堤身几成平

陆。现在修守之堤，皆道光二、三、四等年续经

培筑。其旧堤早已淤与滩平，甚至埋入河底。”

由于河底连年垫高，“城郭居民，尽在河底之下，

惟仗岁请无数金钱，将黄河抬于至高处”。他认

为：“今以堤束水，仍守旧规，而水已不能攻沙，

反且日形淤垫。”􀃊􀁊􀁚因此，他感叹地说：“臣愚则以

为古今治理，久则穷，穷则变，变则通。今日治

河，可谓穷矣。即使不以人力变之，河亦必将自

变。”􀃊􀁊􀁛所谓“塞于南难保不溃于北，塞于下难保

不溃于上，塞于今岁难保不溃于来岁”􀃊􀁋􀁒，更显出

河道愈决愈淤、愈淤愈决的趋势，黄河下游河道

清代早中期黄河决溢与治黄保漕的时空变迁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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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借黄济运”也就无法

实施。

余 论

清咸丰五年以前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在

山东济宁与江苏淮安之间仍要借助黄河行运，

故黄河下游的状况决定运河是否畅通、漕粮能

否运达京城，黄河水患与治黄保漕难解难分。

其实，明代黄河水患与治黄保漕就结下了不解

之缘。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以前，黄河决溢

主要发生在河南境内，以北决为主，直接影响到

山东张秋运河，也造成徐州以南黄河水量不足

而难以行运。于是在黄河北岸和开封府黄河两

岸修筑双重大堤，杜绝北流，解除了黄河水患对

张秋运河的威胁。弘治十八年后，黄河水患转

移到豫、鲁、苏交界一带，徐州上下河段是重灾

区，直接影响到山东济宁至淮安段运河，潘季驯

加固黄河下游两岸大堤用以“束水攻沙”与开挖

新运河以避黄河水患成为明代后期治黄保漕的

主要举措［2］，并且为清代治河者所遵循。清代

治黄保漕的举措基本沿袭明代，采取堵塞决口、

筑堤“束水攻沙”、开挖新运河、筑闸坝等措施，

即是康熙年间治河成就卓著的靳辅也是如此，

这主要局限于对黄河特性的认识和治河技术。

靳辅的幕僚陈潢介绍黄河特性说：“中国诸水，

惟河源为独远。源远则流长，流长则入河之水

遂多。入河之水既多，则其势安得不汹涌而湍

急哉！况西北土性松浮，湍急之水，即随波而

行，于是河水遂黄也。”接着陈潢又明确指出黄

河决溢具有明显的季节特点，“河防所惧者伏秋

也……每当伏秋之候，有一日而水暴涨数丈者，

一时不能泄泻，遂有溃决之事，从来致患，大都

出此”。在谈到治河时，他说：“河之性无古今之

殊。水无殊性，故治之无殊理……惟有顺其性

而利导之之一法耳。”“善治水者，先须曲体其性

情，而或疏、或蓄、或束、或泄、或分、或合，而俱

得其自然之宜。”􀃊􀁋􀁓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清代在

治河技术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明清黄河中游

水土流失严重，下游河床抬高加快，而且下游所

处区域的气候特点是夏秋常暴雨，加剧了黄河

决溢的爆发，依靠筑堤“束水攻沙”是不可能根

除黄河水患的，只能说一处发生决口，大堤加高

加厚，就会在大堤薄弱地带决口，明清两代黄河

大堤的修筑及黄河决溢的分布情况即是明证。

面对河道泥沙淤积越来越严重的局面，清政府

走到了治河无术的窘境，不得不顺其“水往低处

流”的规律，于咸丰五年黄河终于在兰阳铜瓦厢

决口东流，结束了南流的历史。

黄河自金章宗改道南流至咸丰五年改道东

流，然而，明前期（弘治十八年以前）黄河就多次

在北岸决口，北流的一支横穿山东张秋运河后，

东流入海，破坏了张秋运河的正常漕运。同时，

也影响到徐州以南的运河水量，因为徐州以南

的运河是借助黄河行运的，黄河北决使徐州以

南运河水量有时减少到难以行船的程度，如正

统十三年（1448年）秋，黄河在新乡县八柳树决

口，“漫曹、濮，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坏

运道，东入海。徐、吕二洪浅涩”􀃊􀁋􀁔。弘治二年

（1489年），黄河大决于开封及封丘金龙口（按：

荆龙口），入山东张秋运河，次年奉命治河的户

部侍郎白昂报称，这次决口后“水入南岸者十

三，入北岸者十七”􀃊􀁋􀁕。清代黄河北决情况仍然

很严重，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淦根

据黄河当时情况，提出开减河引水入大清河的

主张时说：“自顺、康以来，河决北岸十之九。北

岸决，溃运者半，不溃者半。凡溃其道，皆有大

清河入海者也。”􀃊􀁋􀁖由此可见，无论黄河北流还是

南流，都会对运河形成威胁，而南流能够保障徐

州上下运河水源补给源源不断以保证河流行

运。因此，明清两代人“保河南流”就不难理

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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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ime-space Change of the Yellow River Flood and Its Administration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Tian Bi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the Yellow River flood disaster spread to the east of Henan,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of Shandong, and north of Yangtze river in Jiangsu. Similarly, a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grain need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every year depended o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transport of grain
by the The Grand Canal flow from Beijing to Hangzhou was still the economic lifeline of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nearly 100 kilometers of transport routes from the Peizhou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to Huai’an by the Yellow River,
which was still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smooth transport of grain. Due to the war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dykes of the Yellow River were in disrepair. In the late Qianlong period, the Yellow River
was suffering from increasingly serious floods, so it was necessary to administer the Yellow River for protecting
transportation. In the reign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there was no way to administer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fifth year
of Xianfeng, after the Yellow River diverted to the east at the Tongwaxiang of Lanyang, grain transport in the Grand
Canal flow from Beijing to Hangzhou finally retired from the historical stage.

Key words：the fifth year of Xianfeng; the Yellow River overflows; administering Yellow River for protecting canal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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